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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砂权出让合同的履行涉及不同利益诉求的对立可能，在情势变更事由作用时冲突更易显现。结合鹏伟

公司案的裁判实际，法院在应对这种利益纠纷时，存在缺乏公益之间、私益之间及彼此间的利益权衡原

则与难以合理分担情势变更事由造成的损失等不足。以宏观视角分析，行为者应当明晰不同利益关系对

立乃至冲突时的保障顺位，完善情势变更等情形下采砂权管理的法律规则，鼓励“中立”、“区分”与

“裁量”取向为关键的裁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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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and mining right assignment contract involv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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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of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the conflict is more likely to appear during circumstance 
chang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judgment of the Pengwei Company case, when the court dealt 
with such interest disputes, there were still shortcomings such as the lack of the principle of ba-
lancing interests between public interests, between private interests and each other, and the 
difficulty of sharing losses caused by circumstance change. To this end, from a macro perspec-
tive, actors should clarify the order of protection when different interests are opposed or even 
conflict, improve the legal rul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and mining rights in situations such as 
circumstance change, and encourage judgment concepts of “neutrality”, “discrimination” and 
“discr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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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6 年，成都鹏伟实业有限公司 1 与江西省永修县政府及采砂办签订了鄱阳湖部分水域的采砂权出

让合同。然而，因当年夏季的干旱天气，鄱阳湖出现了数十年罕见的低水位，直接导致鹏伟公司无法按

照合同的约定期限采砂，进而遭遇巨额损失。双方在合同损失的补偿上发生分歧，并在合同是否限定采

砂数量、鹏伟公司是否遭遇损害、违反行政许可规定的处置等方面各执一词。此案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与再审及执行异议后得以处理 2。 
作为涉及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利益的自然资源类合同，采砂权出让合同通常仅存在国家所有权利

益与行政相对人合同利益的关联可能，可借助法律规范协调。然而，在以自然灾害为代表的情势变更情

形下，这种利益纠纷将趋于复杂，并反映至合同履行、合同解除、损害偿付等事项中，形成利益协调的

潜在困境。鹏伟公司案揭示了采砂权出让合同在情势变更事由作用下的利益兼顾与妥协困难，进而形成

司法上的裁判争议。由此，便产生在充分理解合同性质与情势变更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案件实际，在理

念与规则视角寻求协调路径的行为必要。 

2. 情势变更中采砂权出让合同纠纷的利益关系 

通常而言，采砂权出让合同指向国家所有的砂石资源开采行为。概念上，指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与

采砂权受让方订立的砂石资源开采协议。学理上，存在民事合同[1]、行政合同[2]、双重属性说[3]等多种

定性观点。然而，无论何种学说，均承认国家在此项合同中的利益主体地位，因而产生国家利益与私人

利益的纠纷可能。在鹏伟公司案中，无论是江西省高级法院还是最高法院，均以民事程序审理，从而间

接强化了协议利益在采砂权纠纷中的话语地位，并形成国家利益与协议利益的潜在对立。而该种对立在

情势变更事由发生、利益资源分配紧张情况下更趋于尖锐。 
所谓情势变更，根据《民法典》第 533 条的规定，指合同成立后，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订立合同

Open Access

 

 

1本文简称鹏伟公司，相应案件简称鹏伟公司案。 
2 参考：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 91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字 2 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

执监 63 号民事裁定书。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165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周旭 
 

 

DOI: 10.12677/ass.2022.1111653 4794 社会科学前沿 
 

时无法预见且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的特殊情形。结合鹏伟公司

案的审理过程不难发现，在采砂权出让合同的实务纠纷中，情势变更的认定需具备下述条件：其一，情

势变更事由需发生于合同成立后、履行完毕前；其二，合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其三，相应变化原

因不属于商业风险；其四，继续履行或按照合同成立状态分配利益有悖于公平原则。当然，时代所限，

法院排除不可抗力事由、直接判定合同解除等结论已被现行法律与学界质疑乃至否定。 
结合审判实例，情势变更中的采砂权出让合同履行与解除主要存在下述利益诉求，进而形成彼此交

涉甚至对立可能。其一，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利益 3；其二，行政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政绩利益(含财

政收入、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地方利益类别)；其三，合同相对方(此文中也属行政相对人)的协议利益；

其四，双方履行合同的成本利益；其五，第三方的采砂权竞争利益；其六，国家税收等公务利益 4。落实

至鹏伟公司案，由于在情势变更中，鹏伟公司无法实现既有的协议利益，进而要求退还包括税款在内的

部分合同款项，此便牵涉到地方政绩利益与税务机关利益的实现。而以拍卖方式订立的合同模式也产生

第三方竞争利益的损失可能。最后，鄱阳湖采砂开发的超量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自然资源利益的维护与

双方成本的合法性折算。综上所述，该案件成为探讨特定情形下采砂权出让合同利益纠纷、寻求协调路

径的理想模板。 

3. 情势变更中采砂权出让合同的利益协调困境 

根据情势变更与采砂权出让合同的行为机理，结合鹏伟公司案的审理实际，可知采砂权出让合同在

特定情形下，存在一系列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进而呈现我国砂石资源交易与流转的实际问题。 
第一，存在行政许可限制能否对抗合同履行利益的争议。通常情况下，拥有法律规范支持的行政许

可限制乃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保障宣示，无论行政机关还是行政相对人均负有合理开发、遵循限

度的法定义务。然而，基于地方政绩实现与资源充分利用的考虑，行政机关存在超额开放的行动可能。

譬如，鹏伟公司案中，行政机关虽为应付许可检查，在正式合同中明示了采量限制。然而，机关负责人

通过要约邀请性质的推介书与评估报告等材料，暗示了相应合同的“限期不限量”属性，且未实施采量

控制的日常监管。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形成了一种“阴阳合同”[4] [5]关系，以无实际意义的采量限制

合同掩盖超量开采的行为事实。在资源供给充足的情况下，这种交易关系能够得到维系。然而，在特定

枯水期，鉴于行政相对人无法实施开采工作，相应合同利益实际归为行政机关所有。由此，形成非法状

态下的利益冲突：如若承认行政许可的优先效力，即认可国家对自然资源所有权利益的专门占有，将导

致行政相对人履行了合同规定、却未实现应有的损失弥补，既违背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等准则，也严重

损害行政相对人对合同与公权机关的信赖；如若认可行政相对人的合同利益优先，则将间接承认非法超

量出让与开采的正当性，存在国有资源流失“合规化”、“普遍化”等风险，也损伤(含不知情上级)行政

机关实现管理目标的预期利益(包括行政政绩、持续分配的资源总量等)。由此，形成了法律尚未定论领域

的利益纠葛。 
第二，因情势变更解除合同时，存在损失认定与分担冲突。其一，情势变更的认定条件相对复杂且

表述模糊，如“重大变化”、“明显不公”、“无法预见”的表述均属于自由裁量范畴。既然难以明确

认定情形构成，自然形成相应损失是否属于情势变更中“可分担的”损害的争议，并关联到双方重要利

益的合理归属。这在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情形发生混淆时，基于二者处理规则的实质对立，更易形成抉

择障碍。譬如，如若认定行政相对人采砂不能的预期利益损失属于商业风险，则不应当给予补偿。此时，

未能实施开采的砂石资源应当归出让方(国家)所有，从而形成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风险。其二，损失总额难

 

 

3行政机关一方的协议收益事实属于国家利用自然资源所有权的一种利益“变现”，在此不纳入私人的协议利益范畴讨论。 
4还可能牵涉占有利益等其他利益，鉴于本文主要从合同角度讨论利益博弈，不作过多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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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削弱了公平原则的实际作用。采砂权受让方在情势变更情形下的损害可分为物理损害 5、成本支出

与预期利益。针对客观存在的物理损害，尚不存在明显的标准模糊。然而，成本支出的确定则存在隐患。

在具体案件中，采砂权出让合同的成本由既有成本与未来成本构成：针对已支出的采砂成本，将因情势

变更事由作用的时段不同而产生补偿必要性的差异；针对“撤出”正常履行状态(如干旱时采砂船撤离湖

区或者避免船只搁浅的支出)与因预期利益丧失而必然支出的未来成本，则存在核算标准、溯及范围等论

证缺口。至于预期利益损害，更缺乏稳定、公开的衡量标准，甚至在应否补偿上都未形成统一意见。结

合审理实际，鹏伟公司等案件的损失分担大多属于法院的主观裁量范畴，且缺乏损失折算的理由阐述，

产生现实的利益衡平争端。其三，现行规则落实存在偏离实质公正的风险。根据《民法典》第 533 条，

当事人在情势变更情形下，存在协商解决与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或变更合同的应对路径。然而，在

遭受重大利益损失时，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往往缺乏协商意愿与空间，仍然倾向于直接诉诸公权救济

[6]，协商条款的作用往往限于双方的形式交流。在合同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甚至丧失的情况下，苛求

合同双方(缺乏第三人调解的情形下)达成合意确有强人所难之嫌。另外，这类条款尚未明确协商的细节问

题。例如，协商的提出主体、协商的性质(权利[7]或义务[8] [9])、与外部调解机制的衔接细节均待明晰。

加诸职权主义观念的影响，当事人双方往往将协商环节与法院裁判合并(在法院简单交流后，随即进入法

庭审理，协商实际成为过场)甚至略过该环节，导致“僵尸”条款的出现。协商机制的缺乏使法院只能裁

决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由于法院对合同的履行细节缺乏深入了解，其往往判决解除。而解除合同是否能

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避免交易信用的丧失尚属争议，也与鼓励合同存续的理念相悖。 
第三，缺乏情势变更与特定损失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情势变更的要件认定与损害范围的明晰仅是

纠纷解决的第一步，裁判者尚需要确定情势变更事由与主体损害存在符合法定标准的因果关系，方可形

成公正的分担方案。目前，我国尚缺乏这类普遍标准。落实至鹏伟公司案，双方除了损害范围的认定争

议外，其损害是否与情势变更存在足够联系当属分歧焦点。尤其是鹏伟公司已实施了数月开采、是否仍

认可其主张的损害源于情势变更存在着较大争议。即使认定存在联系，在量的把控上，如何评断情势变

更、决策失误、无关支出、商业风险等因素的各自原因力尚属难题。法院往往跳过因果关系的论证，直

接评判实际损害的额度，客观存在说理不足的风险[10]。而采砂权的实现过程中，商业风险、不可抗力、

行为过失等事由往往叠加乃至共同作用，应当经过充分调查与核算、精准评估不同事由的作用度，而非

以公平原则含糊解释。 

4. 情势变更中采砂权出让合同的利益协调路径 

不同主体的利益博弈离不开实践理念、法律规则与司法裁判等力量的调解与评断支持。如欲形成合

理、和谐的利益交换关系，应当在理解重要法律现象的基础上，形成从理念、规则到实践的保障体系。 
第一，明晰不同利益关系对立乃至冲突时的保障顺位。前述已提及采砂权出让合同的实现可能涉及

六种利益，进而形成利益顺位的排列需求。正常情况下，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行政主体的政绩、

税收等公共费用属于公益范畴，应当形成“所有权利益——税收等公共费用——政绩利益”的优劣位阶。

行政相对人的合同利益、合同成本支出、第三方的竞争机会属于私益范畴，在保障合同实现的前提下应

当形成“合同成本支出——行政相对人的合同利益——第三方的竞争机会”的优劣位阶。至于两类利益

之间的博弈，则根据不同情形做出各自合适的优先性裁断。在情势变更事由作用时，其顺位受到行政机

关与行政相对人行为合法性的评判影响。首先，在各方均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若因情势变更发生客

观损害，在没有专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原则上应当在保证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

根据公平原则分担损失，而不应当简单区分利益位阶。当然，如若行政机关以补足采期的方式偿付行政

 

 

5如因自然灾害直接导致采砂工具损坏的损失。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1653


周旭 
 

 

DOI: 10.12677/ass.2022.1111653 4796 社会科学前沿 
 

相对人，第三方竞争利益的保护应当优先于地方政绩利益、后于行政相对人的合同利益，由实施不当行

为的行政主体承受调整采期带来的负担。其次，在一方合法、一方违法时，原则上过错方的利益应当让

位于无过错方的利益，且不应当过分损伤国家的自然资源利益。如若存在损伤，应当由过错方承担额外

的保障或者赔付责任。最后，在双方均违法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分为有合意与无合意的情形。在双方存

在合意(可分为合同达成合意与实际行为达成合意，本案属于后者)的情况下，应当尊重相对方的信赖利益，

而非机械参照“违法者不得益”[11]理念，忽视客观的“无辜”利益减损，进而产生行政机关强行“捆绑”

国家利益、逃避责任承担的后果。在双方不存在合意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各自过失，分别承担利益的减

损后果。此时，国家层面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利益、无关第三方的竞争利益与税收等特定利益需要得到适

当的优先保障。 
第二，完善情势变更等情形下采砂权管理的法律规则。一方面，充实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区分的法

律规定。根据《民法典》，情势变更的认定需要符合时间、预见性、原因、效果等要件。而根据本案，

现行法律至少在时间、预见性与原因条件上存在发展空间。在时间条件方面，可增加“合同履行完毕”

的终止节点，并借助法律解释明示“履行完毕”指履行完根据合同文本或双方实际行为推断出的合同周

期。以此避免一方当事人借助对方当事人已获得“应有”利益的解释，强行认定情势变更针对的合同履

行期已经“终结”，进而否定适用公平原则。在预见性与原因条件方面，均涉及与商业风险的区分。然

而，我国尚未在法律层面做出足够明确的商业风险界定，进而易与情势变更混淆[8]，这也在司法中被当

事人不当利用，以逃避损失承担。因此，《民法典》等法律应当明确商业风险的基本定义。究其要素，

除了需根据当事人的身份、能力与所处情境做出预见应当性(而非可能性)的区分外，还应当重视在市场价

格波动等特殊领域设立甄别原则(如假设推理法)。另一方面，补充采砂权出让的监管法律规则。采砂权出

让合同的监督与开采限额认定不应当局限于合同文本，而需落实至双方实际开采的数量中。目前，法律

尚未充分细化采砂权出让的监管方式。对负责确定采砂限额的行政机关而言，存在仅靠下级机关与行政

相对人订立的合同文本内容判别限额遵守情况的现象，这给下级行政机关留下了借助“阴阳合同”逃避

限额责任的空间，进而形成损害国家资源利益、产生履约纠纷等风险。因此，未来法律应当明确采砂限

额以相对方的实际开采量为准，而非合同的规定内容。当然，也应丰富上级行政机关不定期抽检等监管

规定，并与独立于下级机关的监管机制构建相配合，保证限额数量合理、内容得到严格执行。 
第三，鼓励“中立”、“区分”与“裁量”取向为关键的裁判实践。在“中立”方面，法院在利益

权衡过程中，需要以中立者的旁观态势分析争端，并避免两个误区：一是片面保障国家利益或者盲目信

任行政主体权威，进而做出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推定。譬如，一审法院便在合同实质内容不明确的情况

下，推定行政相对人必然存在违法意图，进而拒绝公平原则的适用；二是片面关注行政相对人的客观损

害，而忽视相应损害与事由的关联度论证。本案中，法院虽在论证真实意思表示与损失估量上表现可圈

可点，却未详细论述情势变更事由与对应损失的关联度大小，产生评价不足的隐患。而欲提升裁判科学

性，关键在于结合理性经济人[12] [13]、社会一般人[14]与中立第三方的评判思维与能力设定，形成合理

的裁量站位。 
在“区分”方面，鉴于情势变更事由作用于采砂权合同的丰富可能，法院应当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思路去区分情形处理，形成不同的裁量观念。可以情势变更中采砂权合同的双方法律状态为区分标准。

其一，当情势变更损害是在合同双方严格履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发生，则以中立、衡平理念与特定法律

规则(如风险负担规则)决定相应的损害分担。其二，合同双方存在违反行政许可等非法开采情形时，则视

相应非法状态的主导情况裁判。换言之，存在下述分支：1) 合同履行的非法性由行政机关引发与主控，

行政相对人(不明知)仅起到服从安排、守约履行的作用时，应当认定行政机关存在主要过错，进而承担主

要损失；2) 合同履行的非法性由双方共同设计(包括一方建议、另一方采纳的情形)与推动，且由双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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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时，此时存在共谋，应当认定双方共同过错、平等承担损失；3) 合同履行的非法性由行政相对人引发，

行政机关不明知或未马上明知、但在明知后不加制止的，虽然存在行政机关的监管不力过失，但应当认

定行政相对人的主要过错、承担主要损失。其三，存在一方单独违反行政许可的情形时，应当由过错方

承担主要甚至全部损失。 
在“裁量”方面，当法律规范尚未明确态度或者存在明显缺陷时，法院应当在特殊情况下发挥出裁

量能力，以适度推进法律治理。其一，当民事案件出现行政争议解决与责任追究需要时，应当视其是否

实际影响民事审理来决定程序安排。此规定本不稀奇，但关键在于确定评估影响度的裁量标准。应当以

相关的行政纠纷解决或责任追究是否实质影响到民事责任承担(包括按公平原则分担损失的情形)的要件

认定为基准。即在认定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与双方行为及过错内容中，如若行政结论对之存在实质影响，

则需先行做出相应裁断 6，再审理民事案件，而不宜直接另案处理、拒绝做出结论。其二，在公平原则的

适用中，应当明确落实细节，主要存在适用情形与实施理念两方面要点。在适用情形上，根据《民法典》

及关联规则，应当在相应纠纷没有法律规则规定或法律规则明示适用公平原则的情况下方得适用该原则。

当然，此处的公平原则适用条件仅指原则优先或者单独适用的情况，对于公平原则仅发挥辅助或补充解

释法律规则、教育宣示等次要作用的情形，不受此条件约束。在实施理念上，公平不等于平均，其原则

落实依赖于法官的正义、衡平精神与社会阅历。即使法官做出一方承担主要损失的判决，只要其经过双

方承受能力、行为过错、预见可能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便符合公平原则理念。当然，法官在实施这种衡

量时，应当注重相关因素的充分调查甚至量化计算，以尽量保证结果的合理性。其三，在情势变更的作

用上，法官应当避免“躺在规则上睡觉”。换言之，情势变更的情形细化不代表法官可免去因果关系或

作用力的论证义务。行政相对人的采砂利益受损未必仅源自特殊天气影响，大多属于行为人操作失误、

机械故障、投资风险、不可抗力等多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法院应当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做出主要

致害因素的作用力比重说明，进而对应至公平原则的损失分担结论，体现于裁判理由的说明中。而不宜

在客观认定损害总量与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后，笼统认定二者存在唯一的作用关联，进而以公平原则适

用逃避论证义务的履行[15]7。进一步分析，这种论证细化也存在法律规范的发展效果。例如，本案实际

暗示了不可抗力在情势变更中的拓展适用可能 8，体现了司法能动性的发挥意义。 

5. 结语 

采砂权出让合同的订立与实现牵涉地方政府利益、国家利益、行政相对方利益、竞争利益等纠葛，

因而存在外力作用时的司法裁判疑难。然而，一切纠纷终究存在缓解、转化乃至消除的可能，关键在于

纠纷涉及的权衡理念、法律规范与裁判技巧的障碍克服。就此，鹏伟公司案揭示了情势变更中的公益与

私益冲突、客观损害分担等问题，进而产生利益博弈的思维端正、特殊情形的法律要件规范与司法裁量

的效用发挥需求，并形成由小见大、以点破面的研究与实务拓展可能。基于文章的研究视角与篇幅所限，

本文只能对情势变更适用的部分情形做出探索，尚在采砂权出让合同的性质探讨、情势变更与实际损害

的因果关系论证等方面论述不足，亟待后续研究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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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处不限于直接移交行政庭审理的情形。在双方过错相当或者违法性较明确时，也可由民事庭法官先行做出结论推断、保障民事

审理的效率，进而其结论可作为可能的行政诉讼(或复议)参考，并保障双方的司法救济机会。 
7例如，肖某诉刘某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便涉及情势变更事由的原因力推断，值得借鉴。 
8此案审理时，不可抗力尚被排除于情势变更事由的范围以外，后《民法典》及法律解释实际认可了不可抗力情形的纳入。本案中，

鄱阳湖大旱也可认定为不可抗力，因而法院裁判存在一定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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